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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一些地区
人口负增长现象初析

张善余

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近年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这已经引起了学术

界和有关部门的普遍关注。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口普查间隔期，即1964-一1982年间，除京、津、

沪三市的市区中共有9个区人口减少外，全国两千多个市、县中，人口减少的只有陕西省的黄龙

县，减幅为1．6％，年均减幅仅0．09％。但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间隔期，即1982-'--1990年间，

除京、津、沪等大城市的市区中有近iO个区人口减少外，全国各市、县中，人口减少者竞猛增到

将近60个；其中青海省都兰县年均人口递减率达1．04％，吉林省蛟河市为0．98％，黑龙江省望

奎县为0。86％，均远远超过前述黄龙县。

在地理分布上，上述近60个人口减少的市、县中，黑龙江有21个，四川8个，吉林和内蒙古各

5个，青海、陕西和辽宁各3个，新疆和西藏各1个，它们近年来的人口负增长同前几十年的高速

增长之间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这一重大转折出现的时间，除黄龙县是1977年外，大部分都

在80年代初，少部分在80年代中期，迄今负增长趋势均已持续10年左右，这同60年代初因经济

困难造成的短暂负增长是有区别的。

在分析近年一些地区人口负增长现象时，有两个问题应予注意。首先，应把由行政区划或

普查范围变化引起的负增长区分出来，这种变动除非涉及城市化，否则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

典型的如黑龙江省宝清县，8年中总人口减少3．61％，人口密度却上升4．63％，原因就在于-；(1)

与第三次普查相比，政区范围减少两个乡I(2)第三次普查时农场连队在哪个县内就在该县普

查，第四次普查时为方便起见改为按场部所在地普查。情况与之类似的还有吉林省东辽县、河

南省确山县、四川省达县等，若扣除行政区划变动因素，上述各县的总人口仍呈增长趋势。①

其次，应予注意的是，本文中所说的负增长全是按普查口径计算的，它和日常的户籍统计

不同，在有的地方二煮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以户籍统计的1990年平均人口与第四次人口普查

统计的常住人口相比较，在前述六、七十个负增长的市、县、区中，户籍人口少于常住人口的大

约占三分之一，青海省都兰县其差距达8。57％；户籍人口多于常住人口的占三分之二，浙江省

文成县差距竟达15．04％，该县有关部门因此认为“四普普查办法对外出人口登记不妥，对我县

来说分析就业、婚姻、年龄等方面都很欠缺”(8年中文成县常住人口减少4．05％，户籍人口却增

长10％以上)。随着我国流动人口不断增长，人户分离现象日渐增多，上述问题在今后确实应当

引起更多的重视。

．． ①．奇馁的是在正式出版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材料中，这几个县的人口密度和总人口同步减少，这显然是错误
的·说明在计算人口密度时未对政区面积作相应调整．使用的仍是以前的老数字。类似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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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行政区划变动因素外，近年一些地区人I：1负增长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能导致

人口实质性增减的，不外乎两个因素：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就自然变动而言，迄第四次人口普

查时全国还没有一个市、县、区级行政区进入负增长阶段，如1989～1990年度，上海市郊区9县

中自然增长率最低的嘉定县为2．750／60，市区12个区中最低的静安区为2．95‰，四川I省最低的重

庆市市中区也达到1．84‰(1989年度)，与人口负自然增长都还有一步之差，全国其他所有地区

差距当然就更大了。所以说，前述负增长并不是由自然增长率的下降直接造成的，尽管如此，这

种下降的间接影响仍不应忽视。因为若自然增长率偏高一点，不少市、县的人口负增长就会被

抵销了。 。

由于我国所有县级以上地区自然增长率均未达到负数，所以，前述负增长只能是由迁移变

动造成的。目前我国的人口迁移一般区分为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两大类，在本文中前者来自

日常户籍统计资料，后者是普查数据中的人户分离人口。虽然这两套数据在统计口径和时间上

不能很好地相互衔接，但通过综合对比分析，从中仍能大致反映出人口迁移对一些地区人口负

增长的影响。

表1 1982～1990年l司几个市、县的人口变动(人)

市、县别 自然增长 迁移增长 净增人口 普查人口变动

海伦市(黑) 41648 ——56711 ——15063 ——40215

望奎县(黑) 27482 —44148 ——16666 ——32069

桦南县(黑) 37877 —46949 ——9072 ——4846

明水县(黑) 23110 —19381 3729 ——28283

宾县(黑) 35025 ——49596 ．一14571 ——26627

辉南县(吉) 2}172． —35172 一l 4000 ——2592

和龙县(吉) 18127 —16877 1250 —2878

铁岭县(辽) 17272 ——28230 ——10958 —9354

清原县(辽) 23501 一1218l 11320 —43

张北县(冀) 19279 ——13577 5702 ——8392

青田县(浙) 34499 ——25541 8958 ——454

绩溪县(皖) 15159 ——9605 5554 ——234

广安县(川) 51590 一12718 38872 —4735

石河子市(新) 21886 ——45166 ——23280 一18677

注：右三栏数据取自户籍统计，司能有一定误差。

上表中位于北方的各市、县人口的户籍迁出强度很大，而非户籍迁出的强度亦与之不相上

下。如海伦市，迄1990的8年中共有1l万人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到外地落户定居，年均迁出率达

1．72％，扣除迁入后的净迁出率亦达0．89％；同期该市户籍统计的年均自然增长率为0．65％，

致使人口年均递减o：24％。但按普查口径，8年中该市常住人口年均减少0．64％，以此推算全市

迁移负增长总量中户籍迁出占六成，非户籍迁出占四成。四普时有该市户口，人外出1年以上者

多达4．8万人，比三普时猛增11．3倍，成为导致人口负增长的重要因素。

宾县的情况与海伦市十分类似。通过普查常住人I=I的负增长与8年中自然增长的合计，可

知该县期内净迁出8万余人。按户籍登记，8年中全县迁出10．8万人，迁入5．8万人，净户籍迁出5

万人，在净迁出总量中占八成，非户籍迁出只占二成。但应予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户籍统计，

无论对自然变动还是对迁移变动，在精确度上均未臻理想，据宾县有关部门分析，8年中全县实

际迁出4万余人，迁入不足2万人，净户籍迁出2万余人，由此推算非户籍迁出达3万余人，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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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与四普时具有该县户口，外出1年以上的35144人，是相当近似的。

与北方不同，我国南方一些人口负增长的县、市，普遍以非户籍迁出占绝对优势。典型的如

四川省广安县，普查前8年净迁出约5．7万人，其中户籍迁出仅占五分之一强，而非户籍迁出则

占到将近五分之四。普查数据表明，1990年具有该县户口，外出1年以上者达6．iT人，而来本地

1年以上，户口在外市、县者仅0．4万人，再加上不足1年及户口待定者，人户分离人口与前述推

定的非户籍迁出数也十分近似。浙江省文成县四普常住人口比三普减少1．3万人，而有该县户

口，外出1年以上者却多达5万余人，非户籍迁出亦占了绝对优势。

著名侨乡浙江省青田县的情况有所不同。普查前8年该县省内净迁入1千余人，省际净迁出

约0．57Y人，而领取护照后出国者却达1．9万人以上，致使户籍迁移在8年的迁移负增长中要占

到将近三分之二，而非户籍迁移(包括未领取护照通过其他途径出国者)只占三分之一。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获得这样一个近似的等式：常住人口数量变动=自然增长量

+净户籍迁移量+人户分离迁入人口一人户分离迁出人口。这里的人户分离人口可使用普查

有关户口登记状况的数据，其中迁入人口包括常住本地，户口在外地者，以及户口待定者，迁出

人口则指有常住户口已外出1年以上者。

以辽宁省铁岭县为例，上式的数值为(四普前8年)：

--9354--17272—28230+7658—10688(人)
．

等式两侧实际相差4634人，可能是自然增长统计数偏小所致。

四普资料表明，近年我国非户籍迁移发展很快，普查时离开户口登记地1年以上者比三普

时增长达2．1倍，相比之下，户籍迁移的增长势头即小得多(80年代末户籍登记机关统计的人口

迁移数同80年代初大体持平)。从前述人口负增长的市、县来看，大部分在普查登记的人户分离

人口上都处于净迁出状态，且差额越来越大，对负增长的出现确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

市、县中有一小部分在人户分离人口上属于净迁入，如上海、北京的几个区，四川西部高原上的

仓川、黑水、马尔康、巴丹等县，它们的人口负增长全部是由大强度的户籍迁移造成的。

表2 一些负增长市、县人户分离人口的变动(人)

常住本地一年以上，
’有户口，外出一年以上 差额

户口在外
市、县别

=监 四普 =iE 四普 =监 四普

西城区(京) 16959 35394 4120 7138 12839 28256

张北县(冀) 568 2276 2833 20230 ——2265 ——17954

固阳县(蒙) 1260 2314 2178 12622 —918 ——10308

蛟河市(吉) 10831 10548 4972 12867 5858 ——2319

泰来县(黑) 1871 3934 2557 10910 ——686 ——6976

望奎县(黑) 767 127l 201l 31372 一1244 ——30101

丹徒县(苏) 4307 15924 12178 27194 ——7871 一11270

东阳市(浙) 1794 4903 5252 57694 ——3458 ——52791

绩溪县(皖) 2868 1246 1302 4000 1566 ——2754

广安县(川) 866 4103 17228 61619 一16362 —57516

达县(JII) 1026 7226 5464 37840 —4438 ——30614

金川县(川) 928 1928 313 713 615 1215

都兰县(青) 2042 3348 1552 3443 490 —95

关于迁出人口的构成，一般说来，除几个大城市的市区外，各负增长市、县大都以农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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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绝对优势，事实上这些市、县多年来非农业人口一直在增长，减少的只是农业人口，他们一部

分在本县农转非，大部分都属迁出人日。如黄龙县1977"-．，1990年间，非农业人口增长76．5％，农

业人口减少28．8％，致使全县户籍人口出现18．1％的负增长，期内该县建制镇由1个发展到2

个，合计人口从4531人增至1万多人，这方面并不存在任何负增长。其他绝大部分负增长市、县

与黄龙县都很类似。但也有少数例外，如陕西省凤县，1982～1990年间户籍人口减少5．5％(常

住人口减少4．5％)，其中非农业人口减幅达1。8．4％，农业人口反而增长1．0％，这是一批三线工

厂成建制迁出的缘故。

迁出人口韵性别构成在大多数负增长市、县中均以男性为主，但性别比差异颇大。四普时

东阳市(浙江)有本地户口外出一年以上者性别比高达237．23，望奎县仅109．75，金华县(浙江)

是少有的迁出人口以女性为主的县，上述性别比仅为79．10。从三普到四普，全国各负增长市、

县总人口性别比上升和下降的大约各占一半，说明人口迁移对性别构成的影响是复杂的。
三

+t近年来一些市、县出现大强度的人口迁出，是由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总的说来，与

全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其他负增长地区相比，京、津、沪等大城市中心市区的人口减少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型}笔

者认为，它们标志着大城市人口的郊区化在中国已经开始。60—70年代，我国不少城市的人口

都曾减少，但那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下，通过“下放"、“上山下乡”、“支内支边”等政治运动

型的人口迁移实现的，同上述郊区化完全是两回事。

我国大城市人口的郊区化基本上是进入80年代开始的，这既是归还城市建设“欠帐’’、全面

振兴城市经济所必需，从我国极高的城市人口密度来看，它也是一种必然。据三普资料，1982年

上海市中,t．-10区中有3个区入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6—7万人，112个街道中最高密度达每平方

公里16．64万人，而里弄委员会中的最高密度更达到每平方公里26万人难以思议的程度。为改

变这种与四个现代化发展形势极不相称的局面，近十余年来我国各大城市都进行了大规模的

郊区建设和旧城区改造，由此引发了由市区向郊区的人口迁移热潮，一部分市民中原有的“宁

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两间房”的陈旧观念也逐渐有了改变。很显然，不推进郊区化，要改善

大城市人口分布状况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口城市化必经的一个阶段，发达国家已经这样走了，

我国当然也不会例外。

大城市部分市区的人口负增长，就是上述变动的成果。以1990年和1982年相比，上海市静

安区的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68619人减至64283人，卢湾区由66462人减至63356人，天津市和

平区由52012人减至49079人，北京市4个城区也有明显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城市郊

区人口密度均显著增大，典型的如北京市海淀区由2342人增至3387人。自1992年春小平同志南

巡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各大城市土地批租和旧城区改造掀起前所未见的热潮，第三产业犹如雨

后春笋，这势必进一步推动人口郊区化的发展。

除几个大城市外，我国其他负增长市、县近10年出现大强度人口外迁的基本原因有两点：

(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一个统一的、能促进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在计

划流动和自由流动中达到最佳配置的社会经济环境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政府部门有关

人口或劳动力迁移流动的政策亦有相应的松动或改变，从而为人口迁移的大发展提供了客观

可能。

在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一段长时间内，政府部门对劳动力的经济型自发迁移流动是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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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策的。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防止人口盲目外流”等指示①，对人

口迁移起了显著的遏制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已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适度的人口迁移流

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此外，人均意识的强化，财政包干制的实行，更促使一

些地方对人口迁出持乐见其成的态度，如内蒙古商都县有关部门指出；“对于迁出人口，我县从

不设卡，对于迁入人口则从严掌握。”与过去相比，这方面的形势和政策确实发生了变化。

(2)近10余年来，我国宏观性的生产布局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及

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不平衡，成为引发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

在60一70年代，国家对内地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有关地区因此接纳了大量移民，。近

年来，其中部分项目在布局上有所调整，从而导致逆向迁移，这是一些市、区人口负增长的基本

原因。典型的如吉林省辉南县，仅1986、1988和1989年迁走4个工厂即迁出2．8万人，因类似原因

导致负增长的还有吉林省蛟河市、陕西省凤县、安徽省绩溪县、四川省丹巴县等。

负增长市、县中的大部分受国家宏观生产布局政策变化影响较小，它们人口大量迁出主要

是因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如与先进地区相比，近年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人民生活改善幅度

不大，劳动力日趋过剩等，致使不仅机关干部、职工、科技人员纷纷外迁，农村人1：3．也大量外流。

商都县的同志就指出。“我县系贫困县，能走的都想方设法走了。”黑龙江省明水县人口普查办

公室的同志在谈到该县负增长问题时也指出：“1982年以来，明水县三年连续遭灾，部分农民得

不到温饱，50年代的移民返回故乡，世居农民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也纷纷流入大庆、七台河、安

达和盘锦等地市。纵观全县农村14个乡镇，普遍有人口流出，⋯⋯繁荣乡燎原村，流出人口达

1384人，占全村人口的43％”。②黑龙江省桦南县的同志对本县出现负增长的原因作了如下概

括：“一是我县农村人均收入低I二是人均耕地少，三是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像这样在经济发展

上面临一定困难的情况，在负增长市、县中是相当普遍的。

应该看到，近十余年来全国总的经济水平提高得是很快的，但地区之间出现了新不平衡，

其差距正在不断扩大也是事实。1978年黑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67．90元，比山东省的101．20

元高66％，这种悬殊差距是多少年来吸引了成千上万山东人离家背井闯关东的基本原因f但到

1989年山东已增至630．56元，反而比黑龙江的535．19元超出18％。前后对比，变化不可谓不大。

这种新的不平衡，导致迁移方向发生重大逆转，闯关东的山东人大批返回故里。据四普资料，普

查前5年由山东迁入黑龙江的有7．9万人，逆向迁移却达13．4万。

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剩余劳动力的沉重压力，大部分负增长市、县虽都位于边疆和

内地山区，但这种压力与沿海和平原相比并不稍逊。辽宁省铁岭县1953--1990年间农!嶙动力
由6．8万增至9．4万，耕地面积却由144．2万亩减至105．1万亩，劳均负担面积下降一半，也就是

说农业劳动力有半数以上是过剩的。其他市、县情况完全类似，进入80年代耕地面积的下降势

头尤其令人心惊，据当地同志反映，四口之家实际上有一人种田就够了。受种种条件所限这些

地区的农业向精细高值方向发展尚有一定困难，就是说农业本身不可能消化剩余劳动力，而乡

镇企业又相对薄弱，内蒙古5个负增长县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合计仅8000万元，虽比过去增长

了若干倍，但人均亦仅63元，其中察哈尔右翼后旗仅23元，卓资县仅29元，即使在边疆地区也是

相对后进的，很难为剩余劳力提供用武之地，这也促使他们外流。

①见《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3年，第274页I《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年7—12月，第225页11957年l一6
月，第101页。
②韩盛春，。明水县人口总量变动的分析，”黑龙江省第四次人口普查科学讨论会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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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原因外，导致人口外迁的还有超生、躲债、逃罪等社会性因素。一些学生也把投考外

地学校作为“脱贫”的途径，一旦录取就不再回来了。黑龙江省海伦市曾分析了四普时有本地户

El，外出一年以上的48035人的迁出原因Q)，其中做工占26．3％，务工经商占3．6％，返回原籍占

15．9％，投亲靠友占1．6％，其他占52．6 oA。浙江省东阳市四普时外出一年以上的户籍人口共

57694人，其中45903人从事经济活动，比重达80％，社会性原因则比较少。

、7． 四

持续近10年的人口负增长对除几个大城市外的其他地区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很显然，这种

影响里既含有积极的因素，也含有消极的因素，对此我们应有辩证的认识。

首先，应该看到，任何时候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总是绝对的，平衡则是相对的，地区之

间的差异会经常出现种种新变化，而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第一要素的人口，其地理分布应随着这

种变化不断有所调整，通过迁移流动不断在空间上实现最佳配置。由此必然造成某一时期中有

的地区人口发展较快，有的地区发展较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些都是正常的。近年来我国出现

的人口迁移流动的大潮，调节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和人口状况不相协调的矛盾，在更广阔的空

间中为。些地区的(绝对或相对)剩余劳动力提供了用武之地，对繁荣经济确实起了巨大作用。

浙江省东阳市的有关部门指出：人口外流“对我市增加人民收入，吸收先进技术，扩大信息来

源，发展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领导部门将继续鼓励和组织人员外出”。此外，负增长客观上

减小了一些地方的人口压力，有助于其休养生息，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口普查办公室即明确指

出：“人口的减少，对减轻我县经济负担，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就多数市、县而言，人口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1)在这些市、县，负增长毕竟是经济相对萧条、人口压力过重的产物，人口减少并不能自

然地解决这些问题，搞得不好反而会同经济萧条形成恶性循环，而其中所必然包含着的对人心

的涣散作用则很难避免，往往引发链式反应。尤其是劳动力资源中精华部分的流失，对社会经

济的发展明显不利②。望奎县的同志在谈到人口负增长的积极作用后也承认；“大量的熟练工

人、管理人员和种田能手的流出，对我县在经营管理、生产、流通等方面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

响。”最堪忧的是许多求学青年的一去不返，如黑龙江省克东县每年有百余入出去读大学，回来

的仅二三十人；克山县1992年高考升学互百多人，回来的只有师专毕业的40多人(有义务约

束)。这种状况不改变，对本县来说后果确是严重的。有的地方因人口外流，不仅高层次人才缺

乏，连普通劳动力也不足，致使耕地荒芜，机械锈蚀⑧。新疆石河子市因生产建设兵团人口锐

减，部分农田无人承包，不得不从外省招收季节性的农民工来完成生产任务。

(2)有的地区人口迁出强度过大，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山西省，虽然四普与三普相比没

有一个县级单位出现负增长，但偏僻贫穷山区的人口外流却相当普遍④，灵丘县东林村推行责

任制以前有470多人，近年只剩二百多，且多为老弱病残。阳城县有几个山村在1985年后的短短

几年中人口和耕地都减少了四分之一。还有的村子已经基本搬光了，有人已发出惊呼：“这里将

成为无人区”。⑨究其原因，主要是比较利益的下降，以及生活难、交通难、择偶难、上学难等诸

多老大难的困扰。由于政策规定人走税不减，留下的人看来早晚也不得不走。像这样的情况以

①杨福忠：“重视人口外流问题”，载《农村展望》，1991年第12期。
②参见张善余：“第四次人口普查省际迁移数据分析”，载《人口与经济》，1992年第3期。
③林盛中：“黑河地区入口迁移的新趋势”，载《人口学刊》，1988年第3期。
④滕德刚：“贫困山区人口外流问题”，载《农村展望》，1988年第12期。
⑤王继忠：。这里将成为无人区，”《农民日报》，199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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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此造成的种种问题，确实应及早引起重视，否则，很可能会成为不安定的因素。类似山西的

情况在其他省也有，如湖北省郧阳山区人口外流就相当严重①，均应引起必要的重视。

(3，大量人口的外流给户籍和财务管理也造成了困难。一些人流出后，户口却没有迁，按规

定还不能注销，仍享有在籍人口的权利。其中一些人常住外地后，通过拉关系，非法地落了户，

从而给人口统计和户籍管理造成混乱，如黑龙江省宾县四普时就发现应注销未注销户口者达

6554人，占常住人口1．2％。还有些人外流时蓄意不归还欠款，使国家和集体蒙受经济损失，仅

黑龙江省海伦市这类外流户就有约5000户，欠款总额近1000万元。像上述这类情况，都应严格

按照法律和有关部门的规定处理，有些尚不够健全的制度亦应及早完善起来。

最后要强调指出的是，负增长地区也应高度重视控制人口钓工作，事实上不少这类市、县

也存在着严重的早婚、早育超生问题。只有坚持两种生产一齐抓，才能有助于早日缓解人口与

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矛盾。

(笔者衷心感谢全国许多人口负增长市、县的有关部门在资料搜集中所给予的大力协助，

本文大部分统计数据及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来源于此)

(作者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

祭秘秘撰琴秘舔撰秘瀑祭秘祭癖秘秘零雾零撰蛰尹融瀚渤黜黝蹦蹄嗲峪嶝琴零鹕撰搴母举蝴
(上接第20页)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城镇农村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镇带村；二是整县改市；三是乡改

区。而整县改市在这里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表4 1990年中国城镇农村化状况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
．

城镇农村化的现象之三是市区土地面积无限向农村地区扩张。资料显示，如果以1981每为
100，城市建成区面积在1990年为177，9年增长77％，年平均增长6．5％。而市区面积(这里含市

辖农村地区)在1990年则为584，上升了4．84倍，年平均增长21．7％，城市地区面积在同期增长

4．19倍，年平均增长20．1％。城市地区和城市市区面积的高速扩张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地区被划

归城镇地区。而城市建成区的增长才能反映真正的城镇化发展状况。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口研究所)’

①段富廷：“高山区农户大量外迁的原因及利弊分析”，载《党政干部论坛'，199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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